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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 融合驱动与公共愿景

———以 “媒介融合和参与文化” 为核心的研究概述与讨论

郜书锴　 赵宇超

摘　 要: 融合驱动引发了社会的剧烈变迁, 新媒体从技术形态、 产业演进到社会影响、 治理制度等方

面对传统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 “媒介融合” 和 “参与文化” 直击新媒体诞生和蓬勃发展的核

心, 并对公共政治生活和传统传播结构产生了深远的、 不可逆转的影响。 文章从 “媒介融合和参与文化”

两个角度归纳和分析近年来的新媒体研究成果, 试图通过对这两个维度的纵深剖析, 对处于复杂的社会环

境和异彩纷呈的探索中的新媒体研究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以此为起点探讨媒介学的学科空间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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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 内容、 市场和竞争等媒介融合的核心驱动力之下, 传统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把

人类带入互联网+时代, 伴随着与其密切关联的智能化新技术和新应用的迅猛发展, 依托网络存在的各

类新媒体, 如电脑、 手机、 移动端和可穿戴设备等, 逐渐渗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对其产生了革命

性的影响。 而正是因为新媒体带来了巨大的文化、 经济和社会变革, 对新媒体的系统研究才愈发紧迫

和有意义。
然而, 一方面研究新媒体的视角多种多样, 例如, 韦路和丁方舟从传播学角度入手, 探讨和总结了

社会科学研究范式、 批判研究范式和诠释研究范式的新媒体研究;① 而吴鼎铭则着眼于新媒体和公民运

动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② 另一方面, 新媒体的新形态也层出不穷, 潘祥辉总结了从最初的博客和论坛

到如今的微博, 再到微信和社交网站等新媒介和新新媒介形态。③ 新媒体研究者除了关注和应对各类新

兴事物, 也应停下脚步, 认真回顾、 梳理和思考新媒体研究多年来的成果, 跳出繁杂的理论争执, 找

到彼此研究的共通之处。 与此同时, 中国的新媒体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迅猛普及, 网民规模

迅速扩张为全球第一, 2014 年 6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首次超过 PC 用户。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 35 次 《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我国网民规模

达 6． 49 亿, 其中, 手机网民规模达 5． 57 亿, 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为 85． 8% , 手机端即时

①

②

③

新媒体研究涉及多个学科, 不同学者采用的研究路径与方法也不同, 探索传播研究转型与新媒体的关系是媒介融合研究

的一个重要的视角。 参阅韦路, 丁方舟: 《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转型》,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3 (4), 94.
新媒体被认为是自我赋权的工具, 公民由此积极参与社会运动, 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参阅吴鼎铭:

《西方新闻传播学关于新媒体与社会运动的研究现状》,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 (4), 165-171.
新媒体技术进步, 形态繁多, 其属性则是一个传统新闻学的话题。 参见潘祥辉: 《新媒体的商业属性及其政治效应》, 《文

化纵横》, 2014 (3), 1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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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使用率为 91． 2% 。 由此可见, 中国受众大规模向移动互联网平台迁移, 移动终端成为人们接触媒

体的主要渠道之一。 此外, 自 2013 年以来的中国新媒体还经历了嘈杂、 剧烈的震荡。 从众多网络大 V
被抓捕 (如薛蛮子嫖娼事件), 到许多微信公众号被查封, 再到小米盒子之类的电视盒子及人人影视等

翻译字幕组遭封杀和关闭等等, 新媒体在中国展现了其无与伦比的中国特色。
因而, 本文在此大背景下, 不是简单地将以往的新媒体研究理论进行罗列, 而是选取现下媒体变革

中最具代表性的特质——— “媒介融合和参与文化” 作为切入点, 使人们更有效而深刻地体会新媒体的

内涵。 在此基础上, 笔者将分析新媒体与政治生活和与传统媒体的关联, 由此帮助我们辨认出新媒体

的哪些主要属性在塑造我们所身处的大环境。

一、 概念争论与辨析

在进入新媒体的特质讨论之前, 有必要厘清新媒体的概念并进行界定。 上世纪 70 年代末, 学者

Lievrouw 认为, 新媒体用于指代研究社会学、 心理学、 经济学、 政治学和文化学的信息传播工具, 即那

些与传统大众媒介不同的载体。[1] 但是伴随着互联网和电子技术在 90 年代日新月异的发展, 新媒体的

含义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方面, 许多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指出, 新媒体的新, 不言而喻, 是相对

于传统媒体———印刷、 广播、 电影和电视等的旧而言。 因此, 新媒体的概念是相对的和发展的。 毕晓梅

认为, 只有在与历史中出现过的媒体的比较中, 新媒体才能获得其稳定的内涵和延伸。[2] 另一方面,
尽管由于新媒体依托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而涵盖了极广的领域, 且其本身也还没有建立如传统媒体一

般的完整的产业体系, 反而是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变化着, 因而定义新媒体非常困难; 但是新媒体又是

一个时间的概念, 在一定的时间阶段中, 仍需一个相对稳定的含义。① 由此, 新媒体在此指所有源自于

或依赖于互联网技术、 数字技术及移动通信技术生存与发展的媒体形式、 软硬件或信息服务方式。 据此

可知, 电视显然不是现今所认为的新媒体, 但是电视与电脑相结合而组成的数字录像机, 如硬盘数字

录像机系统则可被认为是新媒体。②

尽管对于新媒体的定义众说纷纭, 新媒体研究的学者们对于其独有的特点的认知倒是相对一致。
根据 Martin Lister 等人在 New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一书中的总结, 新媒体大致有以下六个特征。[3]

首先, 它以数字化技术为依托; 其次, 它强调互动性, 信息的受众也能随意地添加、 更改或合成所接

收到的内容; 再次, 新媒体具有超文本性, 它允许将文字、 图像、 图形、 声音、 动画或影视片段等多

种媒体结合, 一起来表示信息, 而这些媒体之间也是用错综复杂的超级链接组织的; 第四, 新媒体高

度网络化, 万维网、 社交网站或者在线论坛等各类新媒体, 都深深地依赖巨大的、 密集的和全球化的

互联网来建立连接; 第五, 新媒体具有虚拟性, 新媒体的许多应用都给用户带来虚拟的世界、 虚拟的

空间、 虚拟的身份以及虚拟的话语等等虚拟的体验。 最后, 与虚拟性密切相连的, 是新媒体的模拟性,
尽管模拟性经常被提及, 但它缺乏有效的定义, 新媒体的模拟性不是简单地对真实的虚假复制, 而是

一个真实的过程, 此过程是人工的和虚构的, 并会产生真实的新物体。

二、 媒介融合与新文化

通过对新媒体内涵和特征的剖析, 不难看到, 新媒体的丰富性令人惊叹。 的确, 近些年, 新媒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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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因为内涵复杂, 新媒体的定义很难界定, 但对于理论研究而言, 仍需一个相对稳定的含义, 学者们给出了一些建议。 具

体参见熊澄宇等: 《中国新媒体与传媒改革: 1978—2008》,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1), 127-132. 毕晓梅:
《国外新媒体研究溯源》, 《国外社会科学》, 2011 (3), 114-118.

国内外学者对此都有论述, 具体内容参见宫承波: 《新媒体概论》,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1 年版。 毕晓梅: 《国外新

媒体研究溯源》, 《国外社会科学》, 2011 (3), 114-118. Logan, R. K. .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extending Marshall McLuhan. Peter
Lang.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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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伴随着新媒体的成长也展现了百花齐放的态势。 其中, 无论是融媒时代的到来还是公民大量、 活跃

的媒体参与, 无疑都极为引人注目。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 Colon 就指出, 美国的一些报社就曾尝试过媒介融合的操作, 具体做法是将电

视台纳入自己名下, 与报社分享一些信息资源。[4] 而进入 80 年代, 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 Itiel De

Sola Pool 教授在其 《自由的科技》 一书中首度提出媒介融合的概念, 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

趋势。 而在新媒体日益壮大的今天, 媒介融合的概念相对应地演绎出了更丰富的内涵。 进入新世纪,
媒介融合继续深入发展, Henry Jenkins 认为, 当人们在谈论媒介融合时, 至少触及到五方面的内容: 技

术融合、 经济融合、 社会或组织融合、 文化融合及全球融合。[5] 根据其观点, 第一, 技术融合是如

Nicholas Negroponte 所描述的 “从原子到比特” 的转变, 是将所有的文字、 图像和声音数字化, 它们之

间从而可以互相关联并在不同平台上自由流动。 第二, 经济融合是指娱乐业的横向合并。 Jenkins 在其

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好莱坞的大型娱乐公司, 如时代华纳, 对电影、 有线电视、 网络电视、 广播、 报

纸、 杂志、 书籍发行和电子媒体都一致地保持兴趣和控制权。[6] 第三, 社会或组织融合是指消费者用

来应对新信息环境的一种多任务策略。 该融合保证用户, 如一名高中生, 可以一边在大屏幕电视上观

看棒球比赛, 一边听立体音乐, 一边写作论文, 一边与好友进行邮件通信。 第四, 文化融合是指在各

类媒体技术、 媒体行业和消费者的交集部分, 充分挖掘可创新之处。 媒体融合促进新的文化参与, 精

明的公司由此培养消费者的忠诚度并且生成低成本的内容, 这种融合也鼓励跨媒介的讲述方式和多渠

道媒体内容的发展。 第五, 全球融合被视为媒体内容在全球化的流动中带来的文化杂交现象。 在娱乐

界, 比如说, 亚洲电影文化的全球传播对好莱坞娱乐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Jenkins 还认为那种认为融

合仅仅是所有的媒体技术聚集到一起, 组成一个黑箱子的观点越来越受到挑战, 因为媒介的新装备和

新平台在不断地繁殖、 扩大;[7] 而融合在当今更多的是内容的合并。 除此之外, Martin Lister 等人对

Jenkins 的观点极为赞同, 并认为除了内容的融合之外, 媒体企业的合并以及受众在分散的媒介间所做

的融合行动共同组成了当下融合的真正含义。[8]

与此同时, 与媒介融合息息相关的, 正是参与文化的兴起和蓬勃发展。 正如 Jenkins 所言, 媒介融

合的概念不应简单地理解为一个技术过程, 而是代表了一种文化的转变———因为消费者被鼓励去寻找

新信息并在分散的媒体内容间建立联系, 一句话, 媒介融合极大地依赖于消费者的积极参与。[9] 参与

文化迥然于旧观念中认为的媒体受众是被动的接受者, 而是强调在新媒体环境下, 它们与媒体生产者

都作为媒体参与者, 在互相影响、 互相作用, 绝非以往二者扮演着分离的角色。 得益于新媒介的出现,
从录像机到数字相机到手机等便携式电子装备, 到电脑和视频游戏等软件技术, Jenkins 向我们展示了

在技术的革新中诞生的新媒体, 不仅仅改变了媒体被生产和消费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 它们消解了进

入和参与媒体领域的巨大障碍。[10] 由此, Terry Flew 认为, 参与文化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以往一对多

(one-to-many) 的大众传播模式, 而转向新媒体支持下的横向 ( horizontal) 和多对多 (many-to-many)

的传播模式。[11] 而另一些欧美学者从深入研究具体的单个新媒体出发, 描绘其带来的参与文化的浪潮

多么巨大。 比如说, Clement Chau 更是在其专论 YouTube as a Participatory Culture 中, 详细描述了以 You-
Tube 为代表的新媒体为参与文化提供了多么广阔的平台, 并由此总结了参与文化的五大特征, 包括为

艺术创作和公民参与提供了相对低的参与门槛, 对内容创作和分享的强有力支持, 非正式的导师制,

拥有贡献很重要的信念, 以及深深的社会联系感。[12]

综上所述, 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支持下, 参与文化开启了一个更加崭新的时代———技术的、 商业

的、 文化的和社会的变革都仰仗于谁掌握了说话的权利和说了什么。 而媒介融合和参与文化则共同对

传统媒体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

95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 22 卷

三、 公共生活与民主愿景

在 “融合和参与” 为内外驱动力的新媒体环境下, 个人参政议事的渠道被大大扩展, 每个人都被

赋予了说话的权利, 人人都有麦克风, 人人都有自媒体, 这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政治生活的蓝图。 在

西方学界, 很多乐观者从公共舆论的角度出发, 探讨融媒和媒体参与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民主参与程

度的加深。 比如说, Jean Burgess 等人利用人们日常的创造性行为, 如相片共享和媒体内容创作, 来展

示人们是怎样建立、 参与和维护其共建的文化空间以及人们在此公共空间中商讨对他们而言都非常重

要的话题。[13] 再比如, 美国传播学者泰拉尼安认为, 新媒体的参与文化突破了旧式单向、 无反馈的传

播模式, 而代之以横向的和自愿结合的传播方式, 有利于建立更加民主的社会制度。 他用社群 ( com-
munity) 来解释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是如何培养、 建立起来了许许多多不同爱好的群体, 新媒体用

户在此间就自己感兴趣与关心的话题发表看法, 交流观点。 如此一来, “传统的统一传播模式被传播工

具的非群体化所破坏, 社会公众细分为更多的小群体。 这些比较小的、 分散的集团, 彼此互相接受并

发出大量他们自己的形象信息, 用他们的交流行为变革了促进民主政治的方式。” [14]

而 Michael Gurevitch 等人则立足于政治传播学, 提出了新媒体的参与对公民的政治生活参与并不全

然是积极的影响。[15] 他们认为, 尽管新媒体提供了更多的内容创作的机会、 获取信息的渠道以及参与

政治评论的平台, 但是有深度、 有思想和以事实调查为基础的政治资讯几乎奄奄一息; 此外, 新媒体

的参与文化造成了群体极化现象, 即参与者只与与己有相同观点的知音和支持者相联系, 而隔绝了公

共空间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遇到与自己立场、 观点和价值观等不一样的受众的可能性。 这样, 不同

意见群体间的鸿沟会加深, 彼此找到共识点的可能性也大大下降。
而反观中国, 新媒体的使用与政治生活的联系似乎更加普遍。 根据 William H. Dutton 关于全球互联

网价值观的比较研究,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的内容生产数量 (发帖数) 大大超过美国等西方国家, 而其

中每周发表的具有政治观点的帖数是美国人的两倍以上。[16] 诚然, 新媒体在中国的出现和兴盛, 尤其

以微博、 微信为代表, 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公共议题传播的实践。 从传播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新媒体的参与文化改变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的同时也改变了公众、 政府、 社会精英和传统媒体等等之间

的权力对比, 一句话, 新媒体对底层民众 “传播赋权” ( communication empowerment)。① 近几年来的网

络舆情事件、 网络问政、 人肉搜索、 公共启蒙等等借助新媒体的东风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常态, 很好地

表明了上述观点。 复旦大学的李良荣教授在 2011 年中国传播学论坛会议上根据其对几件典型的网络群

体性事件的分析得出结论: “网络群体性事件有着鲜明的指向性, 有着集中的诉求, 传播符号呈现娱乐

化倾向。 大众政治影响着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 政治走向, 并重构着中国的政治结构” [17] 。 而张春贵则

从网络问政着手, 指出以互联网为主构建的新媒体, 其承担的舆论监督职能的广度和深度远超纸媒、
广播和电视其他三种媒介。[18] 而新媒体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强大的威力,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正是它满足

了民众活跃的政治参与。 除了纯粹的新媒体与政治生活的研究, 也有一些国内学者从其他角度切入,
探讨新媒体的参与文化如何会引起政治生活的波澜。 比如说, 潘祥辉从新媒体的商业属性入手, 提出

新媒体在中国的发展和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一个充满意外后果的过程: “商业模式不经意间培育了政治公

众……互联网的商业革命不小心引爆了政治喧哗。” [16] 而他所谓的商业模式就是指新媒体鼓励用户参与

带来的网络效应, 这种效应就是一种巨大的商业资源, 大众参与理念被激发和培养起来后, 很容易也

06

① “传播赋权” 是一个新概念, 本质指涉互联网的自然属性, 也是相对于传播精英特权而言。 具体参见韦路, 丁方舟: 《论
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转型》,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3 (4), 94. 邱林川, 陈韬文: 《前言: 迈向新媒体事件

研究》, 见邱林川、 陈韬文主编: 《新媒体事件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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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自然地迁移到了政治和社会领域。
而新媒体的巨大威力也引起了国家的高度关注。 新媒体被认为重塑了中国的政治生活, “扩展了个

人参议政事的渠道, 也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影响政治的工具。”① 与此同时, 官方采取的一系列行动, 如

微博实名制, 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提出要 “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随后对新媒体的监管加

大了力度, 使得新媒体在中国带来的参与热情骤降。 即便如此, 新媒体的参与文化带来的中国公共生

活的改变依然是有目共睹的。 许多学者②都一致认为, 新媒体在促进公众参与到公共政治生活的同时,
即使得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从孙志刚事件到三聚氰胺事件再到各类

微博反腐、 微博打假事件, 无一不展示着新媒体的参与文化促进了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 也提供

了如同西方学者所言的可以进行观点表达与沟通的公共空间, 同时也进一步启发了民众的思想与参与

意识。

四、 传统媒体与新时代

正如新媒体的定义所折射的, 受新媒体的发展和进步影响最大的, 毋庸置疑的应该是传统媒体。 而

上文在谈到新媒体的参与文化和公共生活的关系时, 其实也或明或暗地触及到了传统媒体受到的冲击。
在媒体融合和参与文化的大时代背景下, 西方学者关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关系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

益的参考。 Bowman and Willis 在其著作 We media: 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
tion 中引入了 “自媒体” 的概念, 也被称为 “参与式新闻” 或 “公民新闻”, 是指一个公民或一群公民

的行为在收集、 报道、 分析以及传播新闻和信息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 而公民的这种参与是

为了提供民主所需要的独立、 可信、 准确、 范围广的和相关的信息。 在此背景下, 专业的新闻记者和

他们的受众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传统时代的受众变成了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者甚至公民记者。 专业的新

闻记者的 “把关人” 角色以及 “议程设置” 的角色都受到了来自新媒体用户或公民新闻记者的挑战,
其传统的社会职能———决定什么信息应被社会公众知晓、 什么时间和以何种方式让公众知晓, 在逐渐

被以往他们的 “受众” 所消解和取代。 许多西方学者据此都试图研究出, 现今的受众参与在多大程度

上重新定义了新闻文化、 新闻价值和新闻实践。 David Domingo 等人通过对 8 个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总共

16 家网络报纸调查得出结论, 核心的新闻文化并未有大的变化, 因为大量的新闻专业人士依然承担着

“守门人” 的角色; 新闻业在通过新的可行途径来给予公民参与的权力并使公民参与到新闻传播中来,
采用受众创作的内容发布到他们的网络报纸中就是例证, 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 已经成为新媒

体时代的重要生产方式。[20]

反观中国, 融媒时代和参与文化也在中国的媒体行业引起了大地震。 Stephen D. Reese 等人就认为,
中国的公民新闻批评传统新闻业, 从而引导出在不同层次间的言论表达和更高的言论透明度。[21] 而在

2011 年中国传播学论坛上, 复旦大学的童兵教授则认为, “在新媒体迅猛的发展势头下, 传统新闻传播

业的解构势在必然, 中国新闻传播业的重构是不可避免的。” [17] 与此观点相类似的, 可见中国社科院

2010 年的新媒体研究报告——— 《2009, 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 研究认为,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

快速发展,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广泛应用, 正深刻改变着我国传媒业既有的传统格局以及媒

16

①

②

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网络媒体主动或被动参与政治, 甚至依靠政治力量推行网络霸权。 内容可参见

林子恒: 《西方媒体对华强推 “网络自由” 》, 原文见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 蓝皮书, 2011 年版.
新媒体有效促进公众参与到公共政治生活。 具体内容参见魏然: 《新媒体推动中国社会转型》, http: / / www. 21ccom.

net / articles / zgyj / ggzhc / article_ 2010080815195. html. 冯昌亮: 《新媒体时代扩大政治民主的途径》, http: / / www. 21ccom. net / ar-
ticles / dlpl / szpl / 2012 / 0621 / article_ 62324. html. 陈玉霞: 《新媒体与中国政治民主》, 《新闻研究导刊》 2012, (2), 56-59. 张春

贵: 《新媒体能否促成中国的 “进步运动” 》,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3 (4), 8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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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部的运行结构, 而金融危机又大大催化了传媒业调整和改革的步伐, 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

已经成为一个加速度的现实呈现。 而这也更符合国家战略层面的看法和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谈到了旧媒体与新媒体融合时就强调: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

合发展, 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 强化互联网思维, 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

互补、 一体发展, 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 内容建设为根本,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 渠道、
平台、 经营、 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 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 手段先进、 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

体, 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 公信力、 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 形成立体多样、 融合发展的

现代传播体系。 要一手抓融合, 一手抓管理, 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更有甚者, 北京外国

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展江教授指出, 媒体融合并不存在, 而是理应新媒体取代旧媒体, 旧媒

体退出历史舞台。① 当然, 不是所有学者都对新媒体抱着如此友好乐观的态度, 也有很多国内学者担心

新媒体的种种弊端。 比如说, 有学者从国内 “网络水军” 现象出发, 提出和传统媒体相比, 新媒体在

创造和鼓励参与的同时, 却因为缺乏种种制约, 如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 法律要求等, 不能对其言

论负责, 不能负责任地搞清事实, 不能兼顾正反立场及考虑社会影响。 但是总的来说, 前进的脚步不

可逆转, 新媒体的弊端可以依靠国家建立良好的政策支撑和法律体系来解决, 它带来的有益之处将会

对公共生活和媒体业的发展产生向善的、 正面的影响。

五、 新媒体与媒介学

以上通过梳理和讨论媒介融合和参与文化下的新媒体研究, 一方面展示了在媒介层面, 新媒体时

代是如何满足了以往单纯的技术和产业的融合向更高层次的文化融合的转变, 即 “从媒介生产到消费

者、 用户的自由转移等方面的会合与交融”。[22] 另一方面, 在社会和技术层面, 新媒体技术毫无疑问成

为了参与文化勃兴的助推器, 这也完全符合麦克卢汉 “媒介是传播技术的产物” 的断言; 同时, 新媒

体时代下的参与文化也深受文化和社会的影响, 比如人人拥有的自媒体的出现。 而无论是对公共生活,
还是对传统媒体业, 新媒体都展现了势不可挡的威力, 这可以看作是新媒体在实践层面对社会进行的

塑造。
应当强调的是, 新媒体的影响范围远不止公共生活和媒介结构, 而是几乎涵盖了当今社会从微观

到宏观的方方面面, 因而从此出发的多维度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蔡骐等就曾从新媒体的参与文化与公

民的媒介素养之间的联系做过深入的探讨,[23] 尤其是其认为那些视新媒体为洪水猛兽或精神鸦片的家

长和老师要充分认识到利用新媒体是现代人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这样的论述非常有时代感和实践

意义。 岳改玲则在其博士论文中对参与文化进行了更为系统和详尽的阐述与议论, 其中, 她谈到了技

术、 国家、 商业和精英的力量都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参与文化中交织和博弈。 她关于精英力量的论述极

为有益, 即 “属于个人层面的, 体现为参与者之间以及参与者和非参与者之间的参与鸿沟” [24] 。 而更

应当正视的是, 新媒体的发展和变化极为剧烈和迅猛, 对新媒体持续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而陈昌凤

等则深入研究了媒介融合的本质, 他们认为媒介融合首先是政策的融合, 然后才带来了生产与消费的

融合。[22] 陈浩文则更为详细地总结了媒介融合的含义, 并指出 “将不同的媒介功能和传播手段 ‘融

26

① 媒介融合争论的根本分歧是, 到底是新媒体取代传统媒体, 还是新旧媒体协同共进, 展江教授的看法很独特, 具体参见

《中国媒体的困境和出路》 . http: / / www. 21ccom. net / articles / zxft / 2014 / 1017 / 114842.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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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为一种, 才是媒介融合的核心部分和发展趋势”①。
未来的研究空间还可以继续延伸, 比如更加具体地探讨在新媒体参与的不同阶段, 那些阻碍或引

导更好、 更开放、 更深入的公共生活参与的方式, 比如受众生产什么样的内容才能更好地建构参与文

化等, 以及商业策略如何应对媒介融合和满足公民参与等, 都将成为新媒体研究需要关注的热点和突

破性议题。 然而, 这些基于实践或应用层面的研究如何纳入到学科发展的视野, 这是未来很长时期另

一个更为重要的研究目标。
就学科发展而论, 目前在国内出版的新闻学教材和传播学教材中, 即使在最新的修订版本中, 也只

是把新媒体研究的理论插入原有的章节一笔带过, 没有一本教材单列章节讲授新媒体理论。 其中, 新

闻学教材往往把新媒体理论插入 “新闻事业” 一章, 常常与网络媒体放在一起简要论述, 而传播教材

往往插入 “传播” 一章, 常常与技术革命混在一起略略带过。 因此, 新闻学与传播学对新媒体理论的

忽略, 恰恰导致了媒介学的生长空间。 与此同时, 在中国知网期刊网以 “篇名” 搜索 “新媒体” (截止

时间为 2014 年) 的结果表明, 论文总数 13621 篇, 而涉及新闻学研究的只有 17 篇, 媒介学研究的只有

10 篇, 传播学研究的 48 篇, 涉及学科研究的总数也只有 0． 55% 。
因此, 目前的新媒体研究多在实践或应用层面展开, 而理论研究远远落后, 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显

得滞后而失去张力。 于是, 媒介学研究逐步兴起并进入学科视野, 对新闻传播学的地位产生撼动与消

解。 可以预期, 未来一段时期的媒介学研究将呈现繁荣景象, 新媒体研究将为学科发展注入强劲的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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